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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古史辨派”这一概念主要有冯友兰“信古、疑

古、释古”三阶段、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三

说。冯先生所说“疑古派”是当时特指古史辨派之语，顾先生所说“疑古不成一派”

是从词义学上作出解释，现在看来均有明显不足。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概

念，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的合理解释，不妨回归胡适的“剥皮主义”和钱穆的“高

山下石”之喻，也就是梁启超的“各时代逐次复古”思想。信古一派由疑古派对它的

批评而论，对应的是梁启超所说的第二步“复汉唐之古”的古文家的工作。顾先生的

疑古辨伪研究由其全以今文家为基础、以“班马异同法”否定刘歆而言，所作的实际

上是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的今文家的工作。而

“释古”一派所对应的则为梁启超所说的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

放”。复古是恢复古代历史真相，只有做到“以复古为解放”，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

以考信为重建，及充分认识到“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的学术走向，信古、疑

古、释古三派之说才是具有意义的。 

自1920至1923年，胡适、顾颉刚、钱玄同及持不同意见学者展开了为时9个月的古史讨论，

讨论内容于1926年结集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其

巨大影响及于海内外。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及其弟子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

派，在20至40年代二十年余的时间内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

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就古史辨派而言，其前期的主要观点是“层累造成说”，后期

的主要观点是“神话分化说”。就顾先生个人的学术观点而言，他前期的主要观点是“层累

地造成的古史说”，后期的主要观点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由于顾颉刚先生一

生治学之久，古史辨派延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关联学者之多，对于“古史辨派”概

念的理解也多不一致。由此体现出的不仅是对于古史辨派的评价和定位问题，而且是对于20

世纪学术史和现代学术方向的描述问题。 

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古史辨派”概念主要有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顾

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三说。 

 

一、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说 

 

为古史辨派学者经常征引的历代辨伪著作，大略有“疑古”、“正讹”、“辨妄”、“伪书

考”、“通考”（包括“存真”、“别伪”二类）、“疏证”、“考证”、“考信”、“征

信”、“伪经考”、“古学考”等等题名，但就古史辨派学者所侧重的内容而言，基本不出



“辨伪”和“疑古”二义。1920年胡适与顾颉刚决定整理出版多卷本资料集，题名《辨伪丛

刊》，分集的题名则有张西堂辑点的《唐人辨伪书语》和白寿彝辑点的《朱熹辨伪书语》

等。胡适最初对顾颉刚提出他有编写有关“学史”的想法时，题名是“订疑学”或“订疑学

小史”。1998年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改题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重版时，附录了1935年所作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改题为《中国辨伪史略》。

1926年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所作《自序》谈到此书性质，使用了“辨论”（原文如

此）、“讨论”、“辨明”、“辨证”、“辨伪”、“怀疑”、“疑窦”、“伪造”、“造

伪”、“推翻”、“破坏”等词语，其中使用得最多的是“辨论”和“讨论”，而书名则采

取了较为修饰的词语，题为《古史辨》。至四五十年代，顾颉刚又有编撰《古史钥》和《古

史勘》的计划，题名同样具有模糊性。[1]自古史辨派产生，学界多以“疑古派”或“古史

辨派”相称，而将“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并称，始于冯友兰先生。[2] 

1937年冯先生在为《古史辨》第六册所作序文中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

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3]这里，冯先生是将信古、疑古、释古三者放在一起并称

的，在称谓上也使用了“趋势”、“阶段”和“派”三个词语。其中论及疑古、释古二派及

在“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的分工，这其实也是顾颉刚先生当时屡屡讨论的，顾先

生甚至还说到清代学者“他们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

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

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4]但是

冯先生论及疑古、释古两派，指明不分轻重，亦不明言先后，只是在行文上将疑古派的审查

史料放在了前面，将释古派的融会贯通放在了后面，较之顾先生是更显温和的。 

冯先生的三阶段说很快得到学界认同。较冯先生稍晚，“集疑古学大成”的杨宽在1938年重

申了冯先生的观点，同时在三派中间补充了考古一派，成为四派，说道：“近人分我国古史

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5]由杨宽对四派的界定来看，似乎

四派完全是并存的，其中概述疑古、考古、释古三派的特点，较之冯先生的“审查史料”、

“融会贯通”更加具体了。 

稍后到1940年，柳存仁也重申了冯先生的三阶段说，并说：“我们最初都是疑古的，由疑古

进而释古，又由释古进而考古。”[6]柳存仁对疑古、释古、考古三派的界定也是以“进行

方法和实际工作”来划分的，与冯先生、顾先生相同。只是他还明显地将三派描述成前后承

接的关系，指出很多学者的治学经历都走过从疑古到释古再到考古的过程。其中将考古排列

在释古之后，与杨宽先生略有差别。 

笔者认为，冯友兰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说有其特定的学术背景，由今日的学术

知识而言，只是一时之语。信古、疑古、释古三名虽异，起因都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先

有疑古之称，而后才有信古、释古之称。疑古一语无论切当与否，都是特指顾颉刚《古史

辨》这一派，而信古、释古则特指相对于疑古派而言的其他二种治学倾向。正因如此，一般

现代史学史的通论著作，除了论述古史辨派的专书以外，都不采用冯先生的这一分类。如果

过于刻求对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名称进行词义学的解释，就会使学派划分与学理指向的梳

理产生混乱，比如:史观派释古，考古学也释古，考古是否要在三派之外再成一派？这些争

论都会连带产生出来。 

正因为是一时特指，时过境迁，冯先生的三阶段界定逐渐暴露出严重的不足。 



首先是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不成比例。冯先生当时以“疑古”专指古史辨派，而以“释

古”统称和疑古相对而言的一派，诸如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王国维的古史研究、胡适

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钱穆的中国文化史研究、郭沫若的史观派研究等等多方面的以现代科学

方法为指导的研究，也包括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等等，是综合的一大类，除了古史辨派

以外，凡是在古史范围内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都可以包含在内。那么疑古与释古两派的划

分首先在比例上就不合理。而“信古”一派的界定，又完全是一种虚拟。因为在当时情况

下，没有哪一个学者肯于承认自己是信古派。就通常的学术研究而言，也没有哪一位学者是

出于信古的目的而会对史料“不加以审查”。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曾有“反经信古”之语；

胡适曾自称“信古”，实际上他们当然不是信古派。在《古史辨》各册中和古史辨派持反对

意见的学者，也都只能归入释古一派，而不能视为信古派。如童书业曾试图对缪凤林加以

“信古”之称，其实做得非常勉强。童书业说：“缪先生素来是以‘信古’著名的，但他也

不是一味的迷信古初；他实在受崔述的影响很大，他只是一个儒家正统派的古史学者……他

确也有些‘疑古’的精神。”[7]刘起釪谓在古史辨派以前“盈天下都是信古的人”[8]，以

后则指明有章太炎、陈汉章、黄侃、刘掞藜、胡廑人、柳诒徵、戴季陶。如从语义上界定，

亦不能称其人没有怀疑的精神和阐释性的工作。那么在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划分上，信古

派就没有人，疑古派只有顾先生等少数人，其他学者则一概都要归为释古派。换句话说，赞

同顾先生的都是疑古派，不赞同的就都是释古派了。 

其次是疑古派的史料学定位有失全面。冯先生称疑古派“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又说

“《古史辨》是中国近世以来疑古文献的大成”，有学者将其视为冯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肯定

和赞誉，实际上这里冯先生将古史辨派定位为史料学，乃是不得已降低了顾先生的本来意

图，是就古史辨派之“下限”而加以弥缝。从1926年武汉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

时势政局大变，即顾颉刚师友之间也出现了胡适、傅斯年的分道扬镳。顾先生面对学界的种

种议论，开始反复强调他学术分工的主张。开始时是辨伪学与考古学的分工，然后是辨伪学

与史观派的分工。[9]和20年代初“在史学上称王”、“所据的地位在中央”[10]的状况相

比较，古史辨派在学界中所处地位与所发生的影响都已大不相同，顾先生是以史料学、考据

学的面貌出现在学界中的。考虑到30年代初史观派的兴起并逐渐进入史学主流，顾先生所重

申的分工观点是略带些自守的倾向了。颇耐寻味的是，到50年代初，当胡适及其实验主义方

法受到政治性的批判，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研究也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时，顾先生一面

极力坚持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一面再次将其学术研究解释为史料学或考据学。当时学术界如

胡绳、方诗铭等人的积极努力，是将古史辨派的“上限”提高到史料学的层面，目的似在于

给顾先生以政治保护。当时对顾先生的评价尚有属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之说，相

比之下史料学的定位已是十分宽容的了。[11] 

前后二次史料学定位，前者相对于释古派、史观派而求其最低下限，后者相对于“资产阶级

史学”而求其最高上限。二次起因均与时势政局相关，而皆有特别回护的作用。既然此种评

价未能体现古史辨派的全部意义，那么在描述现代学术发展的方向上意义也就有限了。 

 

二、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说 

 

如前所述，顾颉刚先生在三四十年代直至建国后一直强调疑古辨伪与考古学、史观派的学术



分工，而到1982年发表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顾先生却提出了“疑古并

不能自成一派”的观点，说：“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

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

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

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  

“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那么“疑古”应当和谁成为一派，顾先生没有说。但从文意来

看，顾先生是在强调疑古派也有“信”的一面，而如果所信的为真古，那么这就叫做释古。

顾先生最后的意思似乎是说只应该有信古与释古两派，言外之意疑古是要属于释古派了。 

对于顾先生晚年的这一声明，也有学者表示认同。如罗义俊认为：“从方法论史料学层面

看，与其说顾先生的古史辨是疑古派，勿宁谓之释古派，或经正名为辨古派。此始是顾先生

自己的意思，故其书名曰《古史辨》。”[12] 

顾先生的两位女公子顾潮、顾洪薪火相传，都研究古史辨派，但二人的看法不尽相同。顾潮

曾说：“先生将自己与他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创立了‘古史辨派’，在

国内外学术界之影响历久不衰。”[13]顾洪则阐发了顾先生的晚年立场，认为：“冯友兰曾

说……他将这三种趋势称为‘三派’，其实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疑的前提是建立

了信的标准，符合其标准者始信，反之则疑。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都各

有其标准，而真古正是由疑古者整理发掘而来的。冯氏又说……很显然，冯氏划分疑、释两

派是从史学研究分工的不同角度而言。近来有些人不得冯氏要旨，平面（原文如此）地加以

套用，动辄以疑、释相区分，这从逻辑上很难说通。因为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所以疑古

与释古不可以绝对划分为两橛，依此推理，信古也是一种释古，疑与信是站在不同立场上解

释古史，何由而来三派？”[14]  

以出版《古史续辨》著称的顾先生的助手刘起釪先生，则仍称顾先生为“一位以疑古辨伪擅

名于学术界、创建了‘古史辨学派’、开启新的史学之门的顾先生”。 

这里且不说顾门内部的自相抵牾，仅从顾洪侧重顾先生晚年思想而专就信古、疑古、释古三

派进行字面分析，从语义学的角度提出疑古是一种释古，信古也是一种释古，三者都是释

古，从而根本打散三派的界定而言，笔者认为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疑古派”一语，无论其称为“疑古”或是“辨伪”，“破坏”或是“建设”，抑或

是其他名称，都专指古史辨派，这一点派中学者本不自讳。三四十年代，鼎盛时期的顾颉刚

其个人治学方向是趋近于以今文家立场否定古书古史的，这一点在被称为“重要力作”的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5]以及《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二文中体现得非常

明显。1940年，当《古史辨》出版到第七册并有了“相对的结论”时，童书业曾表示：“这

几十年中，学术随着时势的进展，‘疑古’的学风更是前进得飞快：由怀疑古文经学到怀疑

群经诸子，由怀疑儒家传说到怀疑夏以前的整个古史系统……时到现在，谁都知道古代史有

问题，谁都知道古代史的一部分乃是神话，并非事实。甚至有人著中国通史，不敢提到古史

只字。这样看来，‘疑古’的成绩确已相当可观了……最近的疑古大师，谁都知道是顾颉刚

先生。”[16]刘起釪先生说：“在《古史辨》中，体现出顾先生一生治学成就主要在四个方

面，即：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禹贡》学研究），以及

作为考辨古史的辅助和佐证而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民间故事、歌谣、神道、会社、风俗

等）。”[17]顾先生的《当代中国史学》在最后部分讨论自己学派，正是划分了“《古史



辨》与古史传说的研究”和“《古史辨》与古书的研究”二节。有学者指出：“将‘疑古’

确定为顾先生‘古史辨’的特征，大概不论赞成与否的各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顾先生弟子

甚至称之为‘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18]种种例证甚多，要之，古史辨派

对于自己古史研究中的考信因素尽可列出，但对疑古派一语的特指性是不能否认的。 

第二,如果疑古派说自己疑中有信，那么信古派就也可以说自己信中有疑。疑古和信古，各

有疑各有信。疑古者疑其不信，信其疑；信古者信其信，疑其不信。那么到底谁为疑古谁为

信古，便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结果只能是泯是非；“心

如明镜台”与“明镜亦非台”，其结果也只能是不可言说。[19] 

第三，说信古派信的是伪古，这不是信古派自己的判断，而是疑古、释古两派所加的断语。

到底何为伪古何为真古，这是正在研究中的问题，是至今都难于判断的假设。以尚难于判断

的假设来称谓三派，这是有失偏颇的。如以同理反推，既然疑古派、释古派可以称信古的人

是信古派，并且称其所信的是伪古，那么以人律己，不论顾先生是否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

派”，人们还是有理由称之为疑古派或古史辨派。 

第四，论及顾颉刚与疑古派，学者往往推崇其怀疑精神，但疑古派的治学方向是一回事，学

者治学的怀疑精神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20]“疑古”一语，源于刘知幾《史

通》的《疑古》篇，刘知幾跋语本有“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

参而会之，以相研覈”之语，学者每以《程氏外书》及《近思录》程颐“学者先要会疑”与

张载《经学理窟》“学则须疑”解之。“信古”一语来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旧注解为“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21]与“谦己诲人之辞”[2

2]，在此意义上，“疑古”当指学术研究中一种必备的怀疑精神，“信古”当指对于古典的

尊重态度，这两种因素在儒家正统中都不乏其例，并非全无积极合理之处。此种意义上的

“信古”，如果说它是“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

影响的”[23]，恐是有失平实之语。 

总之，顾先生的晚年思路对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予以词义学上的解释，离开了三四十年代

的特定语境，只在字义和概念上纠缠；同时在宏观上，虽然他不赞成冯先生信古、疑古、释

古三阶段的观点，却又并没有跳出冯先生的视野，进而给予这一段重要的学术史以积极的检

讨。 

 

三、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李学勤先生针对疑古思潮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他说：“把古

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

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书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24]  

在对待冯先生所说“信古、疑古、释古”问题上，李先生基本是承接着冯先生的概念，承认

“信古、疑古、释古”既是三种“趋势”，也是三个“阶段”。[25]但是李先生又并没有沿

着三阶段的思路延伸，去讨论释古是什么，释古之后又是什么，而只是侧重提出要“走出”



疑古时代，犹言结束疑古时代。这里，李先生首先是在与释古对应的阶段，提到了王国维、

郭沫若及其二重证据法与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研究，其次是将这一研究方向追溯到了二三

十年代，也就是说，如果这一研究方向是与释古的概念对应的，那么释古与疑古的关系就不

是前后嬗替，而是平行发展，虽然释古一开始并非学术主流。 

李先生的观点还有一个突出之处，就是将“疑古”视为一个“时代”。“时代”是古史和考

古研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讲述他之所以提出“层

累说”的原因，是“先从时势”说起的，认为“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

肯不错过我的境遇：由这三者的凑合，所以我会得建立这一种主张”[26]。李先生也强调应

从“时代”的立场给予疑古思潮以肯定的评价，“无论如何，龚自珍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

和20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27]。“起过”云云，可以有“继续

起”与“不再起”二义，所以另一方面，疑古思潮是否已落后于时代，是否已应当走出，李

先生提出了疑问。 

目前通行的史学史著作都是将疑古派的存在断限到建国时为止。早在1933年顾先生已曾说

到，即使有“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的背景，《古史辨》这书也“没有出齐的日子，希望

到我死后还有人继续编下去呢”[28]。建国初，在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背景下，顾先生仍

然坚持说：“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所以《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

[29]直到发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顾先生还特别提出：“又有人说：

‘《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这句话我也不以为然……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

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30]前引顾洪的文章，对此问题也作了专门的强调。而李

先生同样特别指出，“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这

一思潮的基本学说，如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

海内外的学术界”，[31]等等。在此看法上，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疑古并没有结

束。 

需要留意的是，学者每将“走出疑古时代”视为一个口号或者号召，原因之一是迄今为止李

先生本人对此的阐述并不系统充分。笔者认为，“走出疑古时代”以及李先生近年所从事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设想恰可有一承接与照应。 

梁启超自1902年3月起，在日本《新民丛报》上陆续刊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其中刊于1904年的最后部分论《近世之学术》，提出明末清初以来学术发展有一至四期，第

一期学术中心为程朱陆王问题，第二期为汉宋问题，第三期为今古文问题，第四期为孟荀问

题和孔老墨问题，各期均依“时势”的变化而变化。[32]1920年梁启超写出《清代学术概

论》，开头一段就是论“时代思潮”，并说：“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

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据学，四者而已。”接着又提出了各时代逐次

复古的观念，指出清代“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

解放。’第一步，复宋学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

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

放”。[33]梁启超还预见：“夫则已复秦汉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3

4]，“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35] 

在此方面，清末古文家叶德辉也曾说到：“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

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矣!”[36]虽所处立场不同，而所述各时代因缘相承，正与梁启

超之说类同。 



梁启超的观念对钱穆有很大影响，钱穆不仅深表赞同，而且熟记大意，对梁启超“高山下

石”之喻尤多感发。他说：“梁任公……其说良是。惟其不免自站在今文学家一面，专为清

代学术立说，其实所谓以复古为解放者，至于晚清今文学派，尚未达到最后之一境。自今以

往正该复先秦七国之古来解放西汉，再复东周春秋之古来解放七国，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

周，复殷商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

想从头整理一过。”钱穆也预见说：“或者因种种缘力，在最近五十年百年之间能达到此种

期望，也未可知。”[37]钱穆此意又见其1926－1927年所著《国学概论》一书，书中在引用

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复古为解放”一节原文之后，曾有重要案语：“今按：梁氏

此论极是。然复先秦之古，犹未已也。继此以往，则将穷源拔本，复商、周之古，更上而复

皇古之古。则一切崇古之见，皆得其解放，而学术思想，乃有新机。此今日考论古史一派，

实接清儒‘以复古为解放’之精神，而更求最上一层之解决，诚为不可忽视之一工作也。”

[38]之所以如此，深思其旨，乃是因为梁启超先生的复古说确实标示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

的正确指向。复古意即恢复古代历史真相，即求真，即求根据。自两汉以下，历晋唐至宋

明，学术史上各家各派，均有待于先秦学术的重新认识而梳理定位。 

除“高山下石”之外，梁启超先生论中国学术史又有“剥春笋”、“啖甘蔗”的比喻：“由

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此前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

尽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宋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汉

学；汉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先秦。循兹例也，此通诸时代而皆同者也。”[39]   

在古史辨派兴起之初，1924年2月8日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曾称道顾颉刚研究古史

的方法，实际上是借以阐发他自己的实验主义观点。他说：“顾先生的这个见解，我想叫他

做‘剥皮主义’，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这个见解起于崔述……”[40]这里胡适

虽在解释崔述的见解，但“譬如剥笋”的比喻却是来自梁启超的。1921年1月28日，就在胡

适提出著名的“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论断的《自述古史观书》一文中，还曾紧接着说出

第二句话：“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

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41]可惜学者往往引据前文，而每多忽略后者，胡、顾二人的根

本分歧亦因之不显。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最初曾受到胡适所倡导的实验主义的较大影响，因此文中也屡有关于时

势、时代和时代思潮的论述，但其中也有直接来自梁启超的因素。据《顾颉刚读书笔记》所

载《钱基博评康、梁书》一条，顾先生曾抄录钱基博《后东塾读书杂志》中评梁启超《清代

学术概论》一文。笔记中又有《近三百年学术可分四阶段》一条，所论与梁启超完全相同。 

但在论及各时代的兴替时，顾先生并没有像钱穆那样引述梁启超的观点，而是引述了叶德辉

之说，然后说：“我真想拿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

学，攻进这最后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42]到1940年，杨宽为《古史辨》

第七册作序并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时，即由此出发，引述顾先生之语声明说：“我这部

《导论》，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神话学——对西汉战国这最后两道防线，作一次突

击，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进展一程的。”[43]  

梁启超所说学术发展的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实际上也正是顾先

生研究计划中所要进行的。但是由于顾先生所作的研究不是通过前面时代的学术“真相”，

来突破后面时代学者的“阐释”，而是对于前后两时代学术的双双否定。在思维模式上，受



到钱玄同“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44]的影响，

而实际上今古文二者都属中国史学中最优秀的学术传统，是则两是、非则两非。顾先生将古

史辨派最初的疑古辨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的设想引入钱玄同等“以今文打破古

文、以古文打破今文”及“超今古文”之说，其实际结果是两难成立，所以不但未能实现梁

启超、钱穆先生“因种种缘力，在最近五十年百年之间能达到此种期望”的预想，实际上还

打乱了“高山下石”的趋向，延缓了“不达不止”的过程。 

笔者认为，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的合理解释，不妨回

归胡适的“剥皮主义”和钱穆先生的“高山下石”之喻，也就是梁启超的各时代逐次复古思

想。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研究，由其全以今文家为基础、以“班马异同法”否定刘歆而言，他

所作的实际上是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的今文家的工作。

信古一派，由疑古派对它的批评而论，对应的是梁启超所说的第二步“复汉唐之古”的古文

家的工作。而“释古”一派所对应的则为梁启超所说的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

而得解放”。只有做到了以复古为解放，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考信为重建，及充分认识到

“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和“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的学术走向，信古、疑

古、释古三派之说才是具有意义的。 

就在钱穆所预言的“五十年百年之间”，李学勤领导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

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图和目标是：“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

文明之一，绵延流传，从未中断，世所罕见。但是，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

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表学年表。”[45]此处所使

用的“上推”一词，无疑正是胡适“拉长”的同义语，也正是梁启超“复古”与钱穆“溯源

寻根”的同义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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